中国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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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五螺旋理论，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评价2008年—2019年30省份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时空分布规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影响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各省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态势，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特征。在直接效应层面，市场化、对外开放、城镇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有显著影响，而财政自主度对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提出提升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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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ive-helix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30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valuat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green innovation system in 30 provinces from 2008 to 2019.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is used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green innovation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green innovation system in China ' s province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green innovation system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stern > central > western > northeast. At the direct effect level, marketization, opening up, urbanization and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green innovation system, while fiscal autonomy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green innovation system.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green inno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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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0年OECD《绿色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新兴国家近年来都试图通过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实现经济发展跃升。建立和发展绿色创新系统对我国转变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起决定性作用[1]。提升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可以应对能源紧缺、环境退化等困境。为了更好地推动可持续发展，测量现有绿色创新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尤为重要。耦合协调起源于物理学领域，是两个或多个子系统间密切地互动和联系。耦合协调可衡量两个及以上子系统配合情况，且在不同领域取得了丰富成果，为测量绿色创新子系统协同关系提供了参考。中国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程度如何？影响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的因素有哪些？ 本文基于五螺旋理论构建指标体系，测量各省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比较各省子系统发展差异。考虑变量在空间层面对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的影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影响绿色创新的因素，试图回答上述研究问题。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基于五螺旋理论，衡量各省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中国绿色创新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现状、规律和影响因素，为推进绿色创新系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对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实现区域绿色创新协同发展有现实意义。
1绿色创新系统文献评述和问题提出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五螺旋模型全面囊括了绿色创新系统主体并反映了创新演变过程，可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螺旋模型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三螺旋阶段、四螺旋阶段和五螺旋阶段。三个阶段渐次演进，丰富了创新主体，推动了绿色创新系统理论的发展。
三螺旋模型是五螺旋模型的基础，Etzkowitz等[2]认为三螺旋体现了大学、企业和政府间关系，这些主体间功能互补。大学是生产、整合以及传播知识的机构；市场主要承担设计、生产、营销、和用户互动等任务；政府负责促进大学与市场互动、协作，推动创新系统发展。每个主体都能填补另一主体专业上的空白，推动整体发展。但三螺旋模型已无法适应知识的传播特点，Carayannis等[3]在三螺旋模型基础之上增加了媒体、文化、价值观、公众等主体，形成了四螺旋模型，他认为文化、价值观、媒体建构可以影响创新体系。四螺旋模型认为知识散落在公民个体间，民众和媒体可以进行知识创造和传播。但四螺旋模型并未将自然环境纳入其中，环境保护并未得到重视，而五螺旋模型弥补了这一缺憾。
五螺旋模型也是由 Carayannis[4]等提出的，他们认为创新是在复杂环境中进行的，复杂环境由政治系统、社会系统、教育系统、企业系统以及自然环境系统共同组成。五螺旋模型强调社会和生态环境间的交互作用，注重大学～企业～政府～社会～自然环境的协同演化。Carayannis等[5]认为政府通过资金和政策为绿色创新提供基础；企业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促进绿色创新；大学、研究机构通过项目研究和培训促进创新；社会是由公民和媒体或其他文化机构组成，主要目的是发展知识最终促进绿色创新。而创新活动处于自然系统中，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五螺旋模型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和超学科性，引入了自然环境，对生态创新有重要意义，为绿色创新发展开拓了新思路。
国内外学者对螺旋模型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于三螺旋和四螺旋理论，聚焦于科技创新层面。何枭等[6]基于三螺旋模型，运用熵值法比较中美实验室协同创新度的差异。叶柏青等[7]根据三螺旋模型，使用发明和新型专利测量中国政—产—学间的合作关系。已有文献大多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四螺旋中各主体如何互动。如Prokop [8]对经合组织国家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确定创新生态系统有效产出路径。Malik等[9]通过比较案例分析，认为社区是四螺旋主体之一。吴卫红等[10]提出的包含政府、产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用户四类主体的协同创新，和Carayannis提出的四螺旋模型基本一致。西桂权等[11]认为绿色创新具有知识密集、正外部性等特点，决定了其发展离不开公众素养的提升。
已有研究对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科技创新进行了协同度研究，但尚未有研究针对各省绿色创新系统展开研究。因此，迫切需要对全国各省绿色创新系统进行评价，以期更好地推动省域绿色创新均衡发展。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五螺旋理论和绿色创新系统内涵契合，因此，五螺旋模型理论可作为绿色创新系统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本文将重点放在省份层面的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以2008—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选择CRITIC方法测量绿色创新各子系统权重和得分，测算各省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运用ArcGIS方法直观展示各省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规律，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剖析影响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的因素，期望本研究能为中国绿色创新系统协同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2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体系构建和测量
借鉴相关研究，结合五螺旋模型内涵，考虑数据可得性和可操作性，最终选取17个指标，构建了由政府—企业—教育—社会—自然环境五者组成的绿色创新系统。
2.1五螺旋绿色创新系统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表1 基于五螺旋理论的绿色创新指标体系构建
	五螺旋模型
	主体
	指标
	方向
	指标
	方向

	
	政府
	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元）
	+
	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元）
	+

	
	
	人均节能环保支出（元）
	+
	
	

	
	企业
	人均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万元）
	+
	人均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

	
	
	每万人拥有规模以上工企R&D人员全时当量（人）
	+
	人均专利申请授权数（件）
	+

	
	
	每万元GDP能耗降低率（%）
	+
	
	

	
	教育
	每万人拥有高等教育机构普通本科在校生数（人）
	+
	每万人拥有高等学校R&D课题（项）
	+

	
	
	高等学校科技活动人员（人）
	+
	
	

	
	社会
	人均GDP（元）
	+
	每千人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册）
	+

	
	
	人均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元）
	+
	
	

	
	自然
	各地区森林覆盖率（%）
	+
	人均废水排放量（吨）
	-

	
	
	人均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千克）
	-
	
	


文中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公报、EPS数据库、中经数据库。因为数据可得性问题，文章包含了除西藏、港澳台之外的省份。
2.2 Critic 客观赋权法
Critic 方法是由Diakoulaki最先提出的，该方法结合了相关性权数和信息权数，基于评价指标间冲突性和对比强度，综合衡量指标客观权重，具有显著优越性。指标间冲突性可用相关系数衡量，若两个指标间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冲突性越小，其权重越低。对比强度是同一个指标各评价方案间取值差距的大小，用标准差衡量，若标准差越大，说明波动越大，权重越高[12]。首先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处理如下：
[image: /private/var/folders/rt/w1h61xl14kd5v0v5s0tn9rxw0000gn/T/com.kingsoft.wpsoffice.mac/wpsoffice.sULSHowpsoffice][image: /private/var/folders/rt/w1h61xl14kd5v0v5s0tn9rxw0000gn/T/com.kingsoft.wpsoffice.mac/wpsoffice.GfjDczwpsoffice]                                               
[image: /private/var/folders/rt/w1h61xl14kd5v0v5s0tn9rxw0000gn/T/com.kingsoft.wpsoffice.mac/wpsoffice.bwvYNswpsoffice][image: /private/var/folders/rt/w1h61xl14kd5v0v5s0tn9rxw0000gn/T/com.kingsoft.wpsoffice.mac/wpsoffice.bhcttYwpsoffice]标准差和均值计算如下：
[image: /private/var/folders/rt/w1h61xl14kd5v0v5s0tn9rxw0000gn/T/com.kingsoft.wpsoffice.mac/wpsoffice.oQSttbwpsoffice]
指标冲突性用相关系数表示：
[image: /private/var/folders/rt/w1h61xl14kd5v0v5s0tn9rxw0000gn/T/com.kingsoft.wpsoffice.mac/wpsoffice.bjlgGswpsoffice]
计算指标所含的信息量：
[image: /private/var/folders/rt/w1h61xl14kd5v0v5s0tn9rxw0000gn/T/com.kingsoft.wpsoffice.mac/wpsoffice.DaqSRAwpsoffice]
第j个指标的客观权重：
2.3耦合协调方法
耦合度只能说明各系统间耦合强弱程度，不能说明五个子系统共同协调发展水平。因此，引入耦合协调模型。根据王成等[13]做法，定义绿色创新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具体计算如下： 
[image: /private/var/folders/rt/w1h61xl14kd5v0v5s0tn9rxw0000gn/T/com.kingsoft.wpsoffice.mac/wpsoffice.CrYBtYwps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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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是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C是子系统间耦合度，两者取值范围都为[0,1]。UN、US、UC、UE、UG分别是自然子系统、社会子系统、企业子系统、教育系系统和政府子系统评分，分别是各子系统功能待定系数，本文认为五个子系统同等重要，所以将其都赋值为1/5。
3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分布
耦合是协调与发展齐头并进，是判断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耦合度越强说明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越强。协调是要素或主体相互作用达到均衡的过程。耦合协调数值能表明各子系统间是高水平促进还是低水平制约关系[14]。可通过评价绿色创新系统中不同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明确未来绿色创新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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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8、2012、2016、2019年各省耦合协调度分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 GS（2019）1825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耦合协调度可划分为如下阶段：当CCD（0,0.1]为极端失调，CCD（0.1,0.2]为严重失调，CCD（0.2,0.3]为中度失调，CCD（0.3,0.4]为轻度失调，CCD（0.4,0.5]为濒临失调，CCD（0.5,0.6]为勉强失调，CCD（0.6,0.7]为初级协调，CCD（0.7,0.8]为中级协调，CCD（0.8,0.9]为良好协调，CCD（0.9,1.0]为高级协调。为了更直观反映我国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利用ArcGIS绘制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19年的空间分布图。从上图可知，在时间维度，各省耦合协调度基本都随时间发展呈上升趋势。随着时间推移，各子系统不断完善发展，各子系统间阻碍作用逐渐弱化，积极带动作用逐渐显现，各省耦合协调度不断呈上升发展态势。
在空间维度，各省耦合协调度呈“东高西低”特征，经济发达程度和绿色创新耦合协调亦正向相关。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始终处于全国前列，随时间推移，高耦合协调区域从东部向西部和北部扩散。2008年只有东部几个省份耦合协调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处于勉强协调水平，子系统间积极和消极作用抵消。天津、江苏和浙江处于濒临失调的耦合协调水平，相互间消极影响出现。辽宁、上海、福建、山东和宁夏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水平，相互间消极互动显著，大部分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处于中度失调状态。2012年，天津、江苏和浙江耦合协调程度均变为了勉强协调，相互间积极和消极作用牵制抵消。辽宁、上海、福建、山东、重庆和宁夏耦合协调水平也上升了一个层级，变为了濒临失调状态，相互间消极影响出现。大部分省份耦合协调处于轻度失调状态。2016年，北京和江苏耦合协调水平跨入了初级协调阶段，福建耦合协调水平也上升了一个层级，与天津、浙江一同处于勉强协调阶段。此时，大部分省份进入了濒临失调状态，只有贵州一省处于中度失调状态。2019年，上海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超越北京和江苏，变成中级协调，各子系统相互间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天津、浙江和广东也步入初级协调阶段，相互间积极带动作用显现。大部分省份位于濒临失调阶段和轻度失调阶段。
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各省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初始发展水平不同，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且各省平均耦合协调水平上升速度不同，东部>中部>西部>东北，所以各省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发展具有棘轮效应，造成各省耦合协调水平呈高-高，低-低分布态势。为了改变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发展不均衡的情况，有必要研究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因素。
4 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影响因素
4.1影响因素构成与衡量
通过空间自回归检验发现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存在空间自相关，所以传统的OLS回归并不适用本研究，故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借鉴彭文斌等[15]的研究，将影响绿色创新系统的因素归纳为创新、制度和经济。各因素通过影响子系统发展水平促进绿色创新系统发展。其中创新因素用开放度衡量，具体用取对数后的外资投资额表示；制度因素用财政分权水平衡量，参照陈硕等[16] [17]的测量方法，因为本文中考虑的是地区间差异的面板数据，所以用财政自主度衡量财政分权水平，具体采用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与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总支出比值表示；经济因素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采用付凌晖等[18]做法衡量；市场化水平采用樊纲和王小鲁等测量的结果；城镇化水平用各省城镇人口数与全省总人口数的比值表示。           
4.2基础模型构建和实证结果
依据上文，中国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相关性，将耦合协调发展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引入空间反距离矩阵反映地区间空间上的相互影响。空间反距离矩阵是N*N的对称矩阵，对角线上的元素是0。根据研究结果，Wald空间滞后值为28.89，Wald 空间误差值为34.4，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LR空间滞后检验值为22.61，LR空间误差检验值为25.84，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选取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当样本由特定个体或者样本为总体时，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所以本文最终选取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设定如下：
[image: /private/var/folders/rt/w1h61xl14kd5v0v5s0tn9rxw0000gn/T/com.kingsoft.wpsoffice.mac/wpsoffice.gRDyezwpsoffice]

其中，i 代表省份，t代表时间，表示i省份在年的耦合协调度。、、、分别表示影响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财政分权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分别表示待估计相关系数和效应系数向量，为随机扰动项，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表示空间权重矩阵，这里使用空间反距离矩阵。
表2 双固定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主效应
	空间滞后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market
	0.010***
（0.002）
	0.053***
（0.017）
	0.011***
（0.002）
	0.079***
（0.027）
	0.091***
（0.028）

	struc
	-0.039**
（0.017）
	-0.029
（0.132）
	-0.040**
（0.019）
	-0.056
（0.210）
	-0.096
（0.222）

	fenquan
	-0.013
（0.039）
	0.003
（0.244）
	-0.009
（0.039）
	0.006
（0.349）
	-0.003
（0.367）

	urban
	0.170**
（0.071）
	1.135***
（0.395）
	0.191***
（0.068）
	1.655***
（0.600）
	1.846***
（0.608）

	lnfdi
	0.006***
（0.002）
	0.023
（0.014）
	0.006***
（0.002）
	0.034
（0.021）
	0.040*
（0.022）

	Spatial rho
	0.275*
（0.153）

	Observations
	360

	R2
	0.626

	时间固定效应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注：*、** 和 *** 分别表示显著水平 10%、5% 和 1% 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回归系数 rho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耦合协调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直接效应是本地区自变量对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市场化水平对耦合协调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一方面，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助于促进要素市场成熟，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19]。另一方面，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共同体联系强度减弱，企业不得不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找寻发展机会，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对外开放度对耦合协调的直接效应为0.006，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对外开放水平能有效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因为外资流入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同时给本地区带来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本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可加剧本地区内部竞争，进一步促进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创新耦合协调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为0.191，且影响显著。推进城镇化水平可促进专业化分工，企业能加速实现技术突破，同时，城镇化能拉近研究人员的地理距离，便于知识的交流和学习，加速创新产出，所以正向显著影响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
财政自主度对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财政自主度对绿色创新系统的耦合协调应当放置在官员晋升体制中理解，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考核，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更偏好能短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发展，不愿投入人力、财力到收益慢的教育、环境治理和创新领域，所以财政自主度对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影响不显著；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创新耦合协调水平起负向影响作用。钱纳里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复杂效应，当经济结构调整的创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时，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当破坏效应大于创造效应时，经济发展受到抑制。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进，生产要素从经济增长速度高的第二产业向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调整。一方面，中国目前服务业生产率水平不高，另一方面，重工业市场需求降低，占用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以上两个方面造成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破坏效应大于创造效应。所以，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显著为负。事实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潜力尚未释放，面对高质量市场需求，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传统制造业结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未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构红利会得到进一步释放，进而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
间接效应反映的是自变量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也称之为溢出效应。从表中可以看出，本地市场化水平对邻省绿色创新系统提升的影响系数大小为0.079，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说明市场化水平越高，开放性、竞争性特征越显著，越能带动周围省份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本地城镇化水平上升对临近省份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影响系数为1.655，且在1%水平上显著。城镇化过程伴随着产业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转移过程，提升了劳动力集聚水平，同时加速知识生产和向周边扩散，带来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和创新水平提升，进而提升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而本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财政自主度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对临近省份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也无显著影响。总效应反映的是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综合影响程度。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度对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产生正向显著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财政分权对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提升并无显著影响。因此，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和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我国绿色创新系统高水平协调发展。                                                                                                                                                                                                                                                                                                                                                                                                                                                                                                                                                                                                                                                                                                                      
4.3稳健性检验
因篇幅限制，此处省略了稳健性检验（感兴趣者可向作者索要）。通过更换因变量测量方法和更换矩阵方法对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熵值法对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量，R2为0.627，Spatial rho值为0.190，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结果和基准模型符号和大小基本相同；然后再采用空间临接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Spatial rho值为0.119，在10%的水平上显著。R2为0.620，拟合效果较好，结果也和基准模型符号和大小基本相同。说明基准模型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设置的基准模型基本是科学合理的。
5 结语和政策启示
5.1结语
绿色创新系统与五螺旋理论内涵契合，由政府—企业—高校—社会—自然等主体构成。在时间维度，各省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逐年稳定上升。在空间维度，总体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特征。由于各省绿色创新耦合协调水平上升速度不同，导致省份间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差距拉大。多数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处在濒临失调和中度失调状态。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发现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对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有正向显著作用。东部发达地区在上述三个层面优于其他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部绿色创新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和其他区域间存在差距拉大现象。同时，研究发现，本省市场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其他省份有正向溢出效应。
5.2政策启示
东部发达省份应坚持市场导向，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创新体系。政府鼓励企业进行独立研究，通过引进、消化、再吸收，保持竞争力和技术领先水平。同时加大与国外绿色创新实验室交流，促进企业走出去，吸收别国先进绿色创新经验。破除省份间市场壁垒，促进绿色创新资源自由流动，辐射周边省份，带动中部、西部和东北区域省份协同发展；推动中部六省的一体化发展，鼓励其借助区域重大战略优势，和东部发达省份加强合作，形成高质量发展态势；东北三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升级传统制造业。可凭借地理优势，深化和东北亚国家合作，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嵌入国际分工的产业链；对于西部生态资源丰富、脆弱的省份，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将绿色技术创新融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行动中。将优质资源嵌入绿色创新发展链条中，形成绿色创新的长期动力。进一步深化西部对外开放，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工程，提升与其他国家贸易合作水平，推动西南和西北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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